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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 2000~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产品产量

数据库》的高度细化微观企业数据，考察中国制造业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企业产品多样

性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首先，在样本期间，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将会显著降低企业产品

多样性。其次，由市场竞争引致的挤出效应以及吸收能力不足可能是导致这一效应的内在

机制。再次，从企业动态来说，全球价值链的产品范围抑制效应主要出现在新进入企业、持

续存在企业以及持续存在产品中；从地区来说，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显著降低企业产品多

样性的现象在东部地区尤为突出；从所有制类型来说，外资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后的负面

产品范围效应更为突出。最后，我们以产品转换为切入点，进一步分析了中国企业内部产

品层面的资源配置效应，发现当前中国企业的产品转换频率仍有待提升，且产品转换更多

发生在大规模企业、高生产率企业和出口企业样本中。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为传统发展模

式中可能存在的“产品锁定”提供了突破路径——即通过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吸收能

力、积极主动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优化引资质量和结构等途径，助力实现制造业产品多样

性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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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消费者对产品多样性的偏好不仅是新贸易理论发展以来的经典假设（Armington，
1969），更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的客观要求。党的十九

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

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多样性需求需要以生产多样性作为支撑。

实际上，现有研究已指出产品多样性的增加是社会福利提升的表现①（Romer，1987，1990；
Funke and Ruhwedel，2001）。库兹涅茨②（1971）更将国家提供多样经济产品的能力提升定

义为“经济增长”。通过增加有效供给，满足人民的多样化消费需求也是当前深入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举措。自改革开放，尤其是 2001年入世以来，中国凭借劳动力成本优

势融入发达国家主导的价值链分工格局，通过进口国外的产品可以较快满足产品多样性的

需求，但这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制造”核心技术缺失、质量良莠不齐的问题。2018年以

来中美贸易摩擦的不断升级，迫使我们更进一步反思既有的价值链分工格局——“微笑曲

线”模式③，是否会导致发展中国家陷入“低端锁定”（Gereffi，2001；Humphrey and Schmitz，
2002；卢福财、胡平波，2008；吕越等，2018b），包括作为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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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 GVC）升级 4种模式之一的产品升级过程中可能面临的“产品锁定”④问题。因此，本文将深入探究中国制

造业企业嵌入 GVC对产品多样性的影响效应问题，从而为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可能存在的发展中国家被俘获

在价值链低端环节，提供来自突破“产品锁定”问题的有益经验证据。

事实上，直至 20世纪 70年代，以多产品企业为对象的研究才开始兴起。最早这一领域研究主要集中于

产业组织理论，从供给和需求视角分别探讨了多产品企业存在的原因（Panzar and Willig，1977；Johnson and
Myatt，2003）。在国际贸易领域，以多产品企业替换单一产品企业假设，最早可以追溯到 Helpman（1985），其

探究了范围经济对跨国公司调整生产线的影响。而多产品企业假设的成立，意味着企业进入退出不再是唯

一的资源配置方式，企业内部可以通过调整产品生产种类实现资源再分配。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也有类似

的发现，我们基于《产品产量数据库》的分析也发现，在 2000~2009年的样本数据中，相较于单一产品企业，中

国的多产品企业具有更高的产值、更大的规模和更高的生产率水平（具体可见图 3）。

针对企业产品范围⑤的决定因素，现有文献已经对美国（Bernard et al.，2010，2011）、印度（Goldberg et al.，
2010）、中国（Brambilla，2009；Ma，2009）的多产品企业现象展开了研究。以美国为研究对象，Bernard等

（2010）使用美国制造业企业数据，以标准产业分类（standard industrial classification，简称 SIC）5位为产品代

码，发现每 5年会有半数企业选择更改其产品组合，产品的进入退出影响了企业的产品范围。以大型发展中

国家印度为对象，Goldberg等（2010）基于 1998~2003年的印度企业数据，指出印度也存在明显的多产品生产

模式。与我们的研究最为相关的是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文章。现有研究中关于中国企业层面产品范围的

可得数据主要来自世界银行的投资环境调查，通过使用这一数据，Brambilla（2009）基于新产品引进视角，发

现外国所有权将对企业产品多样性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Ma（2009）探讨了生产率异质性是否是产品

范围的决定因素，发现高生产率企业将拥有更多的产品种类，同时，外资进入和出口参与也将交互促进企业

产品多样性。冯笑和王永进（2019）的研究与本文的联系最为紧密，他们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产品

范围具有提升作用，并且这一效应主要来源于进口中间品价格的下降。然而，现有文献尚未从全球价值链

与产品多样性的角度，对企业产品范围的决定因素展开深入研究。

已有文献还以出口产品范围⑥为研究对象进行考察，这些研究进一步丰富了企业产品范围的文献基

础。不少学者立足于贸易自由化这一视角，探讨了其对出口产品范围的影响效应，然而结论并不一致，部分

文献认为存在促进效应（汪亚楠、周梦天，2017），另一部分研究则认为贸易自由化将显著缩小企业出口产品

范围（Qiu and Yu，2014；易靖韬、蒙双，2018）。学者们主要从以下两方面解释了这一抑制现象：一是贸易自

由化导致低效率的企业和产品退出（Bernard et al.，2011）；二是贸易自由化伴随着更激烈的市场竞争，新的

国家进入市场（Eckel and Neary，2010）和引入新产品带来的生产效率的降低（Mayer et al.，2014）都将促使企

业的产品范围决策更偏向于核心产品。另外，聚焦于企业异质性，学者们从多个角度出发探讨了其对企业

的出口产品范围决策的影响，如生产率（Feenstra and Ma，2007；易靖韬、蒙双，2017）、管理效率（Qiu and Yu，
2014）、组织效率（易靖韬、蒙双，2018）等。虽然上述文献仅从出口市场角度探讨了企业的产品范围决策，但

仍为我们后续研究企业产品多样性的理论意义提供了深厚支持。

虽然现有文献已经开始关注企业产品范围决策的影响因素，但是对当前世界经济的显著特征——全球

价值链新型分工体系如何影响企业的产品多样性问题探析甚少。纵观现有研究，针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效

应文献主要集中于以下几方面：（1）生产率。GVC嵌入可能与生产率进步之间存在倒 U形关系，这一影响得

到了来自行业层面（王玉燕等，2014）和微观企业层面（吕越等，2017）的实证验证。（2）创新。中国制造业企

业存在陷入“低端锁定”的风险，嵌入 GVC将抑制企业的研发创新活动（张杰、郑文平，2017；吕越等，2018b），

而对这一现象的解释主要是：发达国家的“俘获”效应（Gibbon et al.，2008；刘志彪、张杰，2007）、进口中间投

入的过度依赖（Liu and Qiu，2016；Felice and Tajoli，2016）和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不足（Kim and Nelson，2000；
谢建国、周露昭，2009）⑦。（3）劳动力市场。一方面，高运胜等（2017）指出，随着企业参与全球生产程度加深，

融入全球价值链有助于缩小熟练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印证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垂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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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将缩小国内工资差距；另一方面，全球价值链参与将产生积极的就业促进效应（李磊等，2017；吕越等，

2018a）。（4）出口。其一，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将通过参与分工获取的国外中间投入推动出口技术复杂度

的提升，其中服务投入的促进效果更为突出（刘维林等，2014）；其二，高静等（2019）利用 2000~2006年《中国

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合并数据，发现中国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与出口产品质量间呈现

倒 U形关系。上述文献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效应展开了诸多角度的深刻讨论，但遗憾的是，目前仍没有文

章从微观企业层面探讨全球价值链参与对产品多样性的影响效应问题，这也是本文的研究贡献所在。

在全球化生产分工的背景下，企业不再是独立完成生产、销售、售后等全部环节的单一个体，越来越多

的企业只承接 GVC中的一环或多环，并将其中特定的生产活动纳入到全球价值链生产分工布局之中，以实

现利润最大化。伴随着中国企业嵌入 GVC的程度不断加深，其对中国企业产品多样性会产生哪些影响，是

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重要议题。结合已有研究，我们认为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将通过市场竞争引致

的挤出效应和吸收能力不足两条渠道影响企业产品多样性：首先，企业嵌入 GVC伴随着更加激烈的市场竞

争，而面对生存风险加大，企业可能选择集中资源生产核心产品，缩小产品范围以保障专业化竞争优势；其

次，企业吸收能力不足导致企业在嵌入 GVC时，难以将外部溢出转换为自身能力，进而不能有效吸收到价值

链嵌入的正向影响，甚至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

因此，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本文将使用 2000~2009年高度细化的微观企业产品产量数据，对企业参与全

球价值链将如何影响企业产品范围及其内在作用机制展开实证研究。相比已有文献，本文尝试做出以下边

际贡献：（1）在研究数据上，我们使用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产品产量数据库》的

集成数据，与以往侧重于出口市场的分析所不同，这些研究往往忽视了国内市场的多样性需求。我们的研

究将使用可获得的企业的全部产品范围作为研究样本，这一样本覆盖范围的全面性有助于我们更加详实的

探讨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将如何影响企业产品范围及其内在作用机制。（2）在研究内容上，我们在验证嵌入

全球价值链对企业产品多样性影响效应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这种效应出现的可能机制。同时，我们分

析了这种效应的异质性影响，并将视角进一步扩展至产品转换的维度，从而更精细化讨论企业参与国际分

工程度加深，将如何调整其产品种类以实现资源再配置。（3）在研究方法上，我们选择了可行的工具变量以

控制潜在内生性，以详实的实证分析保证研究结论的可信性。

本文后续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产品定义及中国多产品企业的事实分析；第三部分为计量模型、数

据来源及指标设置；第四部分汇报了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与产品多样性的实证结果，包括基准回归、稳健性

检验和异质性分析；第五部分进行了机制检验，并将研究视角进一步扩展到产品转换的维度，分析当前中国

企业如何通过产品转换实现资源再配置；第六部分为研究结论。

二、中国多产品企业：产品定义与特征性事实

（一）产品范围界定和产品代码对照

由于《产品产量数据库》中关于产品识别的相关代码为工业统计报表制度，适用于统计年报及定期统计

报表（工业统计一套表制度）中关于产品产量等数据的统计。该产品代码为 5位，共 729个代码，辅以产品名

称以方便识别（后文匹配中方便起见简称该代码为“样本代码”）。因此，借鉴 Bernard等（2010）将 5位 SIC代

码作为产品代码，我们采用《产品产量数据库》中的 5位产品代码作为企业产品的识别，并将企业产品范围

定义为该企业生产产品代码的数量。

同时，为了确保本文采用的产品范围界定能与现有研究进行比较，我们将样本代码同现有研究中使用

的《统计用产品分类代码》、联合国产品代码（CPC 1.0）和海关协调编码（HS代码）进行匹配，从而验证本文的

产品范围界定具有较高适用性和可比性。

具体地，首先，《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适用于以产品为对象的统计调查活动。由于样本中的产品名称

与《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基本一致，因此我们使用产品名称作为匹配依据，对这两份代码进行手动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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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统计局提供了《统计用产品分类代码》与联合国产品代码的对照表，因此我们得以进一步将样本代码

匹配至联合国产品代码层面；再次，我们将匹配后的联合国产品代码同海关协调编码进行对接，最终实现样

本代码与 6位HS代码的匹配。

图 1反映了每一环节的匹配情况。首先，从样本代码对统计用产品代码基本实现“一对一”匹配，部分代

码匹配失败的原因主要是缺少产品名称数据，但这一缺点可以克服，我们可以利用各年的工业统计报表制

度补全这一名称，再进行后续匹配工作。其次，从统计用产品分类代码到联合国产品代码的匹配中，匹配成

功率较高，仅有 10条观测未匹配⑧。然而，这一步匹配中“多对一”为主要特点，即多个统计用产品代码对应

1个联合国产品代码，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统计用产品代码比联合国产品代码更细（通过产品所在层

级比较），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样本代码比联合国产品代码更能反映产品层面信息。最后，从联合国产品代码

至海关协调编码的匹配成功率较高，约 94%的数据实现匹配。事实上，由于第二步中，样本代码比联合国产

品分类代码更细，因此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样本代码至少可以与 6位 HS代码具有相同的产品意义。

最终我们得到了一份样本代码—统计用产品分类代码—联合国产品代码—6位 HS编码的代码对照样本。

因此可以认为，本文采用的产品范围界定与现有研究中认可的产品范围界定具有对接性和一致性。

（二）特征性事实分析

事实上，多产品企业已经逐渐成为国内生产和国际贸易的主要载体。Bernard等（2010）以美国制造业企

业为例，分别以出口价值和销售额为衡量标准，指出多产品企业在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中均占据主导地

位。彭国华和夏帆（2013）提供了来自中国出口市场的经验证据，2006年中国多产品出口企业达到 23866家，

占比 80%。据此，我们使用图 2描绘中国的多产品企业占比的历年变化趋势，其中多产品企业定义为“生产

两种及以上产品的企业”，否则视为单一产品企业。据图 2，中国整体上呈现出多产品企业占比上升的态势，

但必须承认的是，单一产品企业仍占

据主要地位。这一结论与彭国华和

夏帆（2013）关于出口市场的描述有

较大差距，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我

们认为可能与企业的国际化进程

（Melitz，2003）相关，多产品出口企业

衡量的是“出口市场上销售的产品种

类”，而图 2使用的样本数据统计的

是“国内企业生产的全部产品种类”，

这其中涵盖了一定比例的国内自销

企业，这类企业的效率并不足以支撑

其参与国际竞争，可能也难以承担由

于扩大产品范围带来的专业化优势

削减和管理成本上升等负面效应，因

此以多产品生产方式参与市场竞争

的企业占比相对不高。

进一步地，我们分析了多产品企

业和单一产品企业的特征差异，这一

差异主要从生产总值、销售总值、职

工总数和全要素生产率 4个指标（取

平均值）来描述，汇报于图 3中。可

以发现，多产品企业相比单一产品企

图 1 产品代码对照流程及对照情况

图 2 多产品企业占比历年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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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具有更高的产值、更大的规模（职工人数）和更高的生产率水平。

三、计量模型、数据和变量

（一）计量模型

根据前文的理论基础，本文借鉴 Qiu和 Yu（2014）、易靖韬和蒙双（2018）构建了以下计量模型用以实证

考察企业嵌入 GVC对企业产品范围的影响：

scopeit=β0+β1FVARit+β2Zit+εj+γk+δt+μijkt （1）
在该模型中，下标 i、t、j、k分别代表企业、年份、企业所处国民经济行业 4位码行业和企业所在城市。我

们使用 scopeit代表企业产品范围，FVARit为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Zit为其他可能影响企业产品范围的一

系列控制变量。εj、γk、δt分别是行业、城市和年份层面的固定效应。μijkt为随机误差项。

（二）指标介绍

1.企业产品范围

与前文介绍一致，借鉴 Bernard等（2010）和 Goldberg等（2010），我们将企业产品范围定义为企业生产的 5
位产品代码的数量。

2.全球价值链嵌入度

Upward等（2013）在Wang等（2013）的基础上，采用所有进口均用于中间投入的强假设。其中加工贸易

所有进口均用于出口的中间投入，一般贸易企业进口的中间投入同比例用于国内销售和出口。因此，企业

出口国外附加值率，即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度的计算公式如下：

（2）

图 3 多产品企业与单一产品企业的特征比较

FVARUpward = VFX =
MP +MO[ ]XO / (XO + D)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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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FVARUpward为出口国外附加值率，VF为企业出口的国外附加值，X、M和 D分别为企业出口、进口和国

内销售。上标 P和 O分别表示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在具体指标计算时，进出口数据来自海关统计明细；国

内销售数据来自工业企业普查数据，计算方式为企业销售产值减去出口交货值。对于销售产值小于出口交

货值的企业观测，我们假定出口国外增加值等于加工贸易进口加上一般贸易进口，即 VF=MP+MO。

但是，这一计算方式还存在一定缺陷。借鉴吕越等（2015），我们将从以下三方面对上述测度公式做出

调整。

（1）中间投入识别。所有进口均用于中间投入这一假设适用于加工贸易企业，但对一般贸易企业则不

然。一般贸易企业的进口除用作中间投入，还将作为最终产品实现国内销售。因此，我们将 HS产品编码转

换为 Broad Economic Categories（BEC）产品编码，以剔除一般贸易进口中用作消费品（C）和资本品（K）的部

分，从而进一步得到真正用作企业中间投入（M）的进口产品。据此，我们将式（2）中的MO替换为MO
m，表示在

BEC分类下的中间投入。（2）间接进口问题。囿于资金短缺和进出口经营权限制，企业进口中间投入并不仅

仅依靠直接海关进口，还将通过中间贸易商和获得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来实现中间投入的间接进口。前者

将导致我们低估企业进口中间投入额，而后者将会对准确界定企业的国外附加值产生干扰。因此，首先考

虑中间贸易商，调整国外附加值、一般贸易及加工贸易进口；其次借鉴 Kee和 Tang（2016）和吕越等（2017），

我们识别并剔除“过度进口企业”和“过度出口企业”，并将 VF、MP和MO修正为 VAF、MP
A和MO

Am。（3）国内投入中

含有国外成分的处理。除进口外，企业还将通过国内购买来获取中间投入，而国内中间投入中可能包含来

自国外的产品成分。Koopman等（2012）认为，这一份额在 5%~10%之间。因此，我们使用 5%这一数值，重新

调整式（2）。

据此，我们对式（2）的测算方式进行了 3项改进，从而得到以下企业价值链嵌入测度公式：

（3）
其中，FVAR和 VAF表示改进之后的出口国外附加值率和企业出口的国外附加值，MT表示企业中间投入

额，分子第二项即表示企业国内中间投入中有 5%为海外附加值。MO
Am和MP

A分别表示一般贸易实际进口中

间投入和加工贸易实际进口中间投入。

3.其他控制变量

（1）全要素生产率（lntfp）。我们采用 Levinsohn和 Petrin（2003）的方法测算 2000~2009年的企业全要素生

产率⑨。（2）企业规模（lnout）。Feenstra和Ma（2007）指出企业规模更大更有助于扩大产品范围。因此，我们使

用企业总产出取对数来作为企业规模的代理变量。（3）企业年龄（lnage）。企业年龄反映了企业在该行业中

的存活时间，随着其存续期逐步延长，其社会影响和声誉也在逐步建立，因而这类企业扩大产品范围而引入

新产品的能力更强。因此我们使用当年年份减去开业年份再加 1并取对数来衡量企业年龄。（4）资本密集

度（lnKL）。Bernard等（2006）利用美国数据发现，在同低收入国家进行进口竞争时，资本密集度较高的企业

存活率往往也较高。因此我们使用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与企业从业人数的比值取对数来衡量企业的

资产密集度。

（三）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 2000~2009年合并数据库，包含 3套来源：《中国

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产品产量数据库》。

其中《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涵盖了我国所有国有和规模以上

非国有企业，该数据库具有样本量大、指标全面和时间跨度较

长等优点（聂辉华等，2012）。《中国海关数据库》提供了每笔通

过海关的交易记录。《产品产量数据库》源自国家统计局，统计

了 2000~2009年国内 20多万家工业企业的企业特征和生产情

FVAR = VAFX =
{ }MP

A +M
O
Am[XO / (XO + D)] + 0.05(MT -M P

A -M
O
Am)

X

变量

产品范围

GVC嵌入度

全要素生产率

生产率二次项

企业规模

企业年龄

资本密集度

符号

scope

FVAR

lntfp
lntfp2
lnout
lnage
lnKL

均值

1.732
0.158
6.670
46.295
11.000
2.257
9.574

观测值

108557
108557
103162
103162
103162
108557
108557

标准差

1.057
0.273
1.344
17.925
1.415
0.687
2.282

最小值

1
0

-2.865
0.000
4.546
0

-5.511

最大值

7
1

13.861
192.134
18.874
5.136
18.119

表 1 变量统计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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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数据。上述 3个数据库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数据来源。

关于数据库的合并，首先合并《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本文参照了 Upward等

（2013）的方法，采用未剔除任何企业的原始工业企业数据与海关数据分两步进行匹配。第一步，采用企业

名称和年份进行匹配。由于同一企业在不同年份企业名称有可能不同，而且新进入的企业有可能用的是现

有企业原来所用的名称，因此，年份这一变量在匹配过程中是必要的。第二步，采用企业所在地邮政编码以

及企业电话号码的后 7位，与用企业名称没有识别的企业进行再次合并。我们假设企业在邮政编码相同的

地区使用同长度的电话号码位数。由于不同地区电话号码的位数存在差别，一些城市在原有 7位电话号码

基础上增添了新的位数，基本上添加了首位，因此我们采用电话号码的后 7位进行匹配⑩。其次，我们使用

企业法人代码、企业名称和年份对《产品产量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合并

数据进行匹配。

我们还对数据样本进行了系统化的清洗。首先，我们依据聂辉华等（2012）的方法，删除了符合以下清

理准则的不合理的观测值：第一，企业名称缺失或企业年龄小于等于 0；第二，雇员人数小于 8；第三，工业生

产总值、销售产值、固定资产净值以及工业增加值为零值或负值。此外，为避免极端数据可能带来的估计偏

差，我们选择剔除低于 1%分位点和高于 99%分位点的观测值。

四、实证结果分析

本部分将汇报基准回归结果，并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检验我们的结论是否稳健。此后，本部分还

将汇报区分不同地区企业和是否本土企业的回归结果，以进一步探究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企业产品范围的影

响效应对不同类型企业是否具有异质性。

（一）基准回归分析

根据前文所考察的被解释变量数据特点来看，产品范围为大于等于 1的整数值，因此适用于计数模型。

此外，我们进行了拟合优度检验，结果表明样本数据未出现负二项分布适用的过度离散现象。因此我们选

用泊松估计进行回归。基准回归结果列于表 2。
首先，第（1）~（5）列中我们依次加入了企业的特征变量，同时我们在每一列中均控制了行业、城市和年

份固定效应，以期消除未被观测到的异质性。第（1）列中仅加入了核心变量——企业 GVC嵌入度（FVAR），

第（2）列我们在核心变量基础上进一步加入了全要素生产率及其二次项，此时 FVAR前系数在 1%水平上显

著为负，企业嵌入 GVC将会缩小企业的产品范围。同时，我们发现全要素生产率与产品范围呈 U形关系，即

当生产率还未到达拐点时，随着生产率的增加，企业选择缩小其产品范围；当企业越过拐点所代表的生产率

门槛水平之后，随着生产率的进一步上升，企业将会扩大其产品范围。该结论在某种程度上也得到了钱学

锋等（2013）的支持，他们认为我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与出口

产品范围呈 U型相关。我们对这一结论提出了一个可能的

解释：当企业还未实现较高的生产率水平（实现生产率促进

企业产品范围的最小生产率水平）时，企业生产能力较弱，其

生产率水平上升很可能是由其核心产品的专业化生产导致

的􀃊􀁉􀁓。所以在面临生产率水平上升时，企业为巩固生存概率，

会缩小产品范围，以获取专业化生产带来的收益。但是当企

业越过这一门槛值时，随着企业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企业

的生产能力也逐步提高，为扩大竞争优势，企业会选择扩大

产品范围。易靖韬和蒙双（2018）的研究指出当企业核心能

力足够强时才能承担其进行非相关多元化的负面影响。第

（3）、（4）、（5）列分别加入了企业规模、企业年龄和资本密集

FVAR

lntfp
lntfp2
lnout
lnage
lnKL

Constant
N

（1）
-0.0110

（0.0110）

-0.0542
（0.1459）
108512

（2）
-0.0389***
（0.0107）
-0.1240***
（0.0082）
0.0141***
（0.0007）

0.1916
（0.1396）
103118

（3）
-0.0626***
（0.0106）
-0.0746***
（0.0080）
0.0063***
（0.0007）
0.0856***
（0.0030）

-0.7641***
（0.1264）
103081

（4）
-0.0557***
（0.0105）
-0.0764***
（0.0079）
0.0064***
（0.0007）
0.0784***
（0.0029）
0.0973***
（0.0046）

-0.9171***
（0.1360）
103081

（5）
-0.0577***
（0.0105）
-0.0749***
（0.0079）
0.0064***
（0.0007）
0.0762***
（0.0029）
0.0970***
（0.0046）
0.0061***
（0.0020）
-0.9681***
（0.1371）
103081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中
的值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回归结果聚类到企业层面；表中所有实
证结果均控制了行业、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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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可以发现规模越大、存续时间越长、资本密集度越高的企业，越会选择扩大其产品范围。以第（5）列为

例，当其他条件不变时，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度每增加一个单位，企业产品范围将会缩小 5.6%（（e-0.0577-1)×
100）。

（二）稳健性检验

前文中我们验证了企业嵌入 GVC会缩小企业产品范围这一核心结论，接下来我们将进行消除测量误

差、内生性、模型设定、企业动态影响、控制行业—时间交叉固定效应和城市—时间交叉固定效应等一系列

稳健性检验，以验证我们结论的稳健性。

1.基于工具变量的内生性讨论

考虑到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我们试图寻找可行的工具变量来克服内生性问题。借鉴

吕越等（2018b），我们使用加工贸易出口占比作为工具变量，并借鉴 Faccio等（2011）的 IV策略，构建同行业

其他企业 GVC嵌入均值、同省份其他企业 GVC嵌入均值分别作为企业 GVC嵌入度的工具变量，据此我们使

用上述 3个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回归，回归结果列于表 3。一阶段结果显示工具变量与全球价值链嵌入度

呈显著正相关，F值显著大于 10，说明选取的工具变量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第二阶段结果显示，在使用

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问题后，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产品范围的抑制效应仍稳健成立。

2.测量误差的检验

为进一步消除 GVC嵌入度测量误差对实证结果带来的偏差，我们参考吕越等（2017）、张杰等（2013）的

方法，采用另外两种价值链嵌入程度测度方法重新测算了该指标——FVAR1和 FVAR2，其中，以指标介绍——

全球价值链嵌入度部分内容——为依据，FVAR1
是进行了中间投入假设调整的价值链嵌入度指

标，FVAR2是进行了间接进口调整的价值链嵌入

度指标。回归结果列于表 4第（1）、（2）列。可以

发现更换指标后，GVC嵌入度前系数依旧保持在

1%水平上显著为负，与基准回归结论相一致。

3.模型设定

在考虑过测量误差及其他内生性问题之后，

我们还对模型设定进行了一定讨论。首先，我们

使用 PPML估计代替泊松估计，回归结果列于表

4第（3）列。其次，基准回归中，我们得出企业嵌

入价值链会导致产品范围缩小的结论。此外，企

业产品范围与模型中的控制变量很有可能存在

IV

FVAR

per_proc

GVC_inds

GVC_prov

控制变量

F值

Constant
N

加工贸易出口占比

第 1阶段

0.2802***
（0.0032）

是

7770.43***
[0.0000]
-0.0728***
（0.0188）
103038

第 2阶段

-0.1761***
（0.0215）

是

-0.3073***
（0.0426）
103038

同行业其他企业均值

第 1阶段

0.6269***
（0.0356）

是

310.79***
[0.0000]
-0.1825***
（0.0217）
103053

第 2阶段

-0.5767***
（0.1069）

是

-0.3389***
（0.0438）
103053

同省份其他企业均值

第 1阶段

0.8339***
（0.0321）

是

674.72***
[0.0000]
-0.2034***
（0.0213）
103058

第 2阶段

-0.4419***
（0.0689）

是

-0.3313***
（0.0432）
103058

表 3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表 4 测量误差及其他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

FVAR1

FVAR2

FVAR

控制变量
城市—时间固定效应
行业—时间固定效应

行业固定效应
城市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Constant
N

测量误差
（1）

-0.0500***
（0.0095）

是
否
否
是
是
是

-0.9653***
（0.1367）
103081

（2）

-0.0569***
（0.0099）

是
否
否
是
是
是

-0.9711***
（0.1372）
103081

模型设定
（3）

-0.0577***
（0.0105）

是
否
否
是
是
是

-0.9681***
（0.1371）
103081

（4）

-0.0599***
（0.0130）

是
否
否
是
是
是

-0.6554***
（0.1093）
68796

动态存在
（5）

-0.0622***
（0.0123）

是
否
否
是
是
是

-0.6117***
（0.1089）
85048

交叉固定效应
（6）

-0.0438***
（0.0106）

是
是
否
是
否
否

-0.2393***
（0.0430）
102299

（7）

-0.0495***
（0.0107）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0.2870***
（0.0430）
102723

（8）

-0.0473***
（0.0105）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0.2491***
（0.0426）
102637

注：per_proc为加工贸易占比，GVC_inds、GVC_prov分别同行业、同省份其他企
业GVC嵌入度均值；[ ]内为 P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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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向因果问题，例如企业产品范围扩大，有可能会降低企业生产率和产出规模􀃊􀁉􀁔。为规避这一问题，我们将

所有控制变量取滞后一期，再进行回归，结果列于表 4第（4）列。实证结果与前文保持一致，进一步验证了

本文的结论。

4.保留持续存在样本分析

在我们前文的分析中，只考虑了静态样本的情形，即我们忽略了每一年份均有企业进入退出的问题。

因此，我们在企业—产品层面上，使用下式（4）将市场中的产品范围 scopet分解为以下几部分：一是持续存在

企业上一年生产的产品种类 ；二是该年度持续存在企业新增（淘汰）产品种类 ，即企业

内扩展边际；三是新进入（退出）企业的生产产品种类，我们用 来表示企业间扩展边际。其中，K

为持续存在企业集，L为新进入（退出）企业集。

（4）
从上式可以看出，市场中产品范围变化不仅仅取决于持续存在企业的产品范围变化，还取决于企业的

进入和退出。因此，我们保留样本期内存活 3年及以上的企业进行回归（我们还对存活年限大于等于 4、5、
6、7、8、9、10年的企业样本进行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表 4第（5）列结果显示，保留样本期内存活 3年及

以上的企业样本后，企业嵌入 GVC仍会显著缩小产品范围。

5.考虑交叉固定效应的再分析􀃊􀁉􀁕

在基准回归中，我们加入了行业、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以控制不可观测的特征，但是并没有考虑随时间

变化的行业特征和地区特征，因此我们在基准回归中进一步分别加入和同时加入两类交叉固定效应：行业

—时间交叉固定效应和城市—时间交叉固定效应，结果汇报于表 4第（6）~（8）列，可以发现在分别控制了行

业—时间特征和城市—时间特征，以及同时控制两类交叉固定效应后，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企业产品范围的

抑制效应仍稳健成立。

（三）异质性分析

上文中我们已经对“企业嵌入价值链会缩小产品范围”这一核心命题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接下来

我们将样本按照所在地区和是否本土企业进行分组，以探讨这种抑制效果是否具有异质性特征。

1.基于地域异质性的子样本分析􀃊􀁉􀁖

不同地域因地理位置、经济发展、资源禀赋、基础设施等的差异，会导致企业嵌入 GVC对其产品范围的

影响不同。因此，根据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提出的划分标准，我们将样本中涉及的企业所在省份划分为

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以进一步分析地域异质性会否导致核心结论所验证的抑制效果的异质性。

表 5汇报了地域异质性的结果。东部地区的企业嵌入价值链对产品范围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而中

西部地区的企业并未出现这种明显的抑制效果。直观来看，东部地区拥

有众多优良港口，交通便利，经济发达，与海外市场联系较为密切，因此该

地区的企业最能够接受到嵌入 GVC带来的冲击。而中西部地区交通闭

塞，经济发展较差，因而嵌入 GVC的效果并不显著。

2.基于是否本土企业的子样本分析

根据聂辉华等（2012），我们将外资（包括港澳台外资）占比超过 25%
的企业定义为外资企业，将其他企业划分为内资企业，来看“是否为本土

企业”这一异质性是否会影响企业价值链嵌入对产品范围决策的影响。

结果汇报于表 6。可以发现外资企业相较于本土企业受到的影响冲击更

加显著，原因可能在于外资企业作为跨国公司全球生产布局的重要实现

载体，其生产决策可能更容易受到来自跨国公司的主导和掣肘，同时其价

值链嵌入程度相对较高，因而价值链嵌入的产品范围抑制效应在外资企

被解释变量：
产品范围

FVAR

控制变量

Constant
N

（1）
东部

-0.0493***
（0.0108）

是
-0.9724***
（0.1453）
92473

（2）
中部
-0.0344

（0.0404）
是

-1.2848***
（0.2329）
7691

（3）
西部
-0.0567

（0.0716）
是

0.3109
（0.3018）
2917

表 5 分地域异质性的样本回归

被解释变量：
产品范围

FVAR

控制变量

Constant
N

（1）
内资

-0.0099
（0.0155）

是

-0.7633***
（0.1081）
58257

（2）
外资

-0.0267**
（0.0120）

是

-0.6101***
（0.1665）
44824

表 6 分所有制异质性的样本回归

∑i = 0
K scopei,t - 1 ∑i = 0

K Δscopeit
∑j = 0

L f ( firmjt)

scopet =∑
i = 0

K

scopei,t - 1 +∑
i = 0

K Δscopeit +∑
j = 0

L

f ( firmj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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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样本中更加明显。而内资企业嵌入程度相对较低，因而产品范围决策对价值链嵌入的反应并不敏感。

五、扩展分析

（一）机制检验

在验证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加深将抑制企业产品多样性提升基础上，我们将继续探析这种效应将

通过何种渠道发挥效果。我们认为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会通过市场竞争引致的挤出效应和吸收能力不足

两个渠道影响企业的产品范围。

1.市场竞争引致的挤出效应视角

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必然面临更激烈的市场竞争。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面对更大的市场竞争带

来的生存风险，原有企业在短期内可能通过集中生产核心产品，提升专业化生产能力进而保障自身的竞争

优势，来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带来的外部冲击，而不是实现多样化从而加剧核心优势分散的风险。这一企

业内资源再分配决策表现为效率较低的产品退出市场（Bernard et al.，2011）。Eckel和 Neary（2010）以及May⁃
er等（2014）均指出，竞争效应的加剧将导致企业不再生产表现较差的产品，做出将生产资源集中到表现较

好的产品上的生产决策，即表现为产品范围的缩小。因此整体而言，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伴随着更强的市

场竞争，可能会迫使企业集中生产核心产品，即反映为产品多样性下降。

2.吸收能力不足视角

的确，不可否认的是，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能够吸收来自国外更高质量的进口中间品投入的技术溢出

（张少军、刘志彪，2013），同时更高质量的国外需求也将推动跨国公司向国内企业传输技术，从而帮助国内

企业提高生产能力（López and Yadav，2010），进而降低企业扩大其产品种类的生产成本以及进入门槛。然

而，企业的吸收能力不同，那么将这种溢出转换为自身发展优势的可能性便不同。吸收能力代表了企业对

于海外高新技术的模仿、学习和加工、转化能力。若企业自身对于技术、知识和管理技能等的吸收能力较

差，那么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产品多样性的提升作用便难以发挥，甚至会起到反面作用。谢建国和周露昭

（2009）指出，人力资本吸收能力显著影响了进口贸易渠道产生的技术外溢。肖利平和谢丹阳（2016）指出，

国外研发创新对本土的技术进步存在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而当吸收能力低于门槛时，国外研发将对新产

品创新存在显著负效应。何兴强等（2014）提出，吸收能力越高，越有助于发挥 FDI的技术外溢效果，同时以

人力资本为吸收能力衡量标准之一，绝大部分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并未达到实现有效吸收 FDI先进技术的

门槛，这将阻碍本地的技术进步。因此吸收能力更强的企业，更能实现由技术溢出带来的产品多样性提升

效应，而“吸收能力”相对较弱的企业则无法享受这种促进效应。

综上，我们认为，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之所以对企业产品多样性产生负面的抑制效果，其渠道可能有两

条：市场竞争引致的挤出效应以及国内企业吸收能力较差。为探讨这两条渠道是否存在，我们首先设置相

关代理变量 channel，并在回归中加入该指标及其与价值链嵌入度的交互项，检验模型设定如下：

scopeit=β0+β1FVARit+β2FVARit×channel+β3channel+β4Zit+εj+γk+δt+μijkt （5）
其中，channel分别表示：市场竞争程度（HHI）和吸收能力（wage）。

关于机制变量的定义，首先，我们使用两分位行业—城市—年份层面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指
数）刻画市场竞争激烈程度，使用企业销售收入代表企业规模。HHI指数越小，市场竞争越激烈。其次，一般

认为，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的企业将更重视对技术的吸收和转化（谢建国、周露昭，2009），因此我们选择通过

刻画人力资本来描述吸收能力，并加入人力资本水平的二次项及其与价值链嵌入度的交互项以刻画人力资

本水平的门槛效应。对于人力资本指标的测算，一般来讲，行业平均工资水平越高，那么行业中高技能工人

的占比可能越高，即行业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吸收能力越强，因此我们借鉴 Cole等（2005）的思路，使用企业

人均工资水平与行业平均工资的比值来表示人力资本，该值越高，表示企业人力资本水平越高􀃊􀁉􀁘。

机制检验的回归结果列于表 7。我们关心交互项的系数，首先，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与市场竞争的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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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

FVAR

FVAR×HHI
FVAR×wage^2
FVAR×wage

单独项
控制变量

Constant
N

（1）
市场竞争引致的挤出效应

-0.0728***
（0.0125）
0.0934*

（0.0508）

是
是

0.2946***
（0.0849）
103061

（2）
吸收能力不足

-0.0393***
（0.0140）

0.0008***
（0.0002）
-0.0266***
（0.0079）

是
是

-0.3216***
（0.0440）
83007

表 7 机制检验回归结果

项系数显著为正，这意味着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伴随着市场竞争程度的提升，企业将缩小其产品多样性，

集中生产以保障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其次，吸收能力是制约企业产品多样性提升的原因之一。根据模型

设定，价值链嵌入度对产品多样性的边际效应为-0.0393+0.0008wage2-0.0266wage，这意味着当人力资本水平

越过门槛值约 34.7之后，价值链嵌入度对产品多样性的边际效应才为正，即当吸收能力越过某一门槛后，企

业嵌入全球价值链才会对产品多样性产生提升效应。

（二）产品转换——精细刻画企业内部的资源再分配

前文中，我们通过刻画产品种类的变化来表征企业内部产品层面的资源再分配结果，实际上，这种计算

方式低估了企业内通过改变产品组合实现资源再分配的力度——存在“同时增删”使得产品种类总数不变

的情况，这种调整方式也应当被视为一种再分配行为。

现有研究普遍认为，企业的进入退出是实现企业间资源再配置的重要手段，新进入的企业比退出的企

业相对效率更高。Bernard等（2010）指出，作为企业内部实现资源再配置的有效渠道，企业的产品转换行为

与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和规模等企业特征之间存在紧密联系。Argente等（2018）发现产品层面

重新分配力度的下降是解释经济增长和大衰退后复苏的重要因素，企业层面的证据支持产品转换力度较高

的企业增长更快，生产率更高、产品质量更高的发现。综上所述，产品转换作为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方式，

对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为更加精细地刻画企业内部的资源再分配，我们首先借鉴 Bernard等（2010），比较该企业当年与去

年的产品组合，并将这种产品组合的动态变化归为 4类：无变化、仅增加（一种或多种产品）、仅删减（一种或

多种产品）、同时增删。其次，统计每年发生特定方向变化的企业数目，并计算这一数目占当年在位企业的

比例，事实上，在计算时我们剔除了仅存在一年的企业样本，因为难以判断其动态变化方向。借鉴 Bernard等
（2010）和 Goldberg等（2010），我们统计了历年、3年内和 5年内发生产品转换的企业占比，结果汇报于表 8
中。以 5年平均为例，中国每 5年约有 18%的企业进行产品转换行为，其中，有 3.77%的企业选择扩张其产品

种类，5.61%的企业仅删减产品种类，而 8.56%的企业既存在产品增加行为，也存在产品删减行为。与此同

时，中国的多产品企业的产品转换比单一产品企业更加普遍和频繁，这一点与美国和印度的发现相一致。

Bernard等（2010）指出，美国企业 5年内有 54%的企业发生产品转换；Goldberg等（2010）则发现印度企业 5年
内有 28%的企业存在产品组合调整行为。通过与已有文献的比较得以直观看出，中国企业利用产品范围实

现企业内资源再配置的频次相对于美国和印度更低。这一现象产

生的原因可能在于中国的单一产品企业占比更高，多产品企业占

比较低，单一产品企业减少产品种类则意味着其将退出市场，因而

调整产品组合的空间较小。

图 4进一步汇报了在发生产品转换的企业样本中，出口企业、

大规模企业（企业职工人数）、高生产率企业的企业数目占比。可

以发现，大规模企业和高生产率企业的产品转换频率更高，是发生

产品组合调整的主体；而在样本期间，出口企业的产品转换越来越

频繁。

基于产品转换的定义，我们将企业历年生产的产品种类数（产

品范围）划分为“新增产品数”、

“删减产品数”、“持续存在产品

数”，而四者之间的关系为：产品

范围=持续存在产品数+新增产

品数-删减产品数，新增产品为

企业 t-1年未生产，t年生产的产

时期

5年平均

3年平均

历年平均

全部企业

无变化

82.06
86.74
91.33

仅增加

3.77
3.17
2.76

仅删减

5.61
4.78
3.39

同时增删

8.56
5.31
2.52

多产品企业

无变化

73.16
80.27
87.55

仅增加

8.92
7.12
5.20

仅删减

5.53
4.98
3.62

同时增删

12.39
7.63
3.63

单一产品企业

无变化

95.01
96.62
97.81

仅增加

0.74
0.59
0.68

同时增删

4.25
2.79
1.51

表 8 发生产品转换的企业占比

注：（1）单元格中为发生产品转换的企业占全部企业的百分比。（2）单一产品企业删减产品种类意味
着该企业退出市场，涉及的便是企业退出而不再仅是产品层面的退出，故不汇报单一产品企业的“仅删
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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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删减产品为企业 t-1年生产，t年未生产的产品；持续存在产品则为企业 t-1年和 t年都生产的产品。我们

将原被解释变量更换为“新增产品数”、“删减产品数”和“持续存在产品数”再进行回归，结果汇报于表 9第
（1）~（3）列􀃊􀁉􀁙。我们发现全球价值链对企业的新增产品数和删减产品数影响不大，主要对持续存在产品数存

在显著的抑制效果。

此外，我们将样本划分为新进入企业样本、退出企业样本和持续存在企业样本，若该企业 t-1期不存在，t

期存在，那么为新进入企业；若该企业 t期存在，t+1期不存在，则为退出企业；否则为持续存在企业􀃊􀁉􀁚。据此

划分标准我们进一步探析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将如何影响企业产品多样性。表 9第（4）~（6）列汇报了相关

实证结果，我们可以发现，价值链嵌入对企业产品范围的抑制效应主要出现在新进入企业和持续存在企

业中。

六、结论

本文基于 2000~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产品产量数据库》构建的高度细

化微观企业数据，考察中国制造业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其产品多样性的影响效应，并探究其内在作用机

制。同时，我们还针对多产品企业特征以及产品转换视角展开深入分析，并得到如下主要结论。

首先，在本文的样本期内，企业参与 GVC将会显著缩小企业产品范围，该结论在寻找可行工具变量克服

内生性以及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依旧成立。其次，市场竞争引致的挤出效应和吸收能力不足是导致

这一抑制效应的内在机制。再次，从企业动态来说，全球价值链的产品范围抑制效应主要出现在新进入企

业、持续存在企业以及持续存在产品中；从地区来说，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产品范围的抑制效应在东部地

区尤为突出；从所有制类型来说，外资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后的负面产品范围效应更为突出。最后，我们以

产品转换为切入点，进一步分析了中国企业内部产品层面的资源配置效应，研究发现当前中国企业的产品

转换频率仍有待提升，且产品转

换更多发生在大规模企业、高生

产率企业和出口企业样本中。

伴随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为满足消费者的多样性需

求需要以生产多样性作为支撑，

这也是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关键——推动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应有之义。那么，通过更高

水平的开放，发挥对外开放和对

内发展改革的联动效应或将是

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以满足

消费者多样性需要的可能路径，

这也是本文的核心政策意涵。

我们的研究为突破过去的发展

模式中可能存在的“产品锁定”

提供了可能的破解之道——通

过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吸

图 4 动态调整企业样本中各类企业占比

FVAR

控制变量

Constant
N

（1）
新增产品数

0.0016
（0.0054）

是

0.0070
（0.0268）
82580

（2）
删减产品数

-0.0050
（0.0054）

是

-0.0105
（0.0247）
82659

（3）
持续存在产品数

-0.1505***
（0.0268）

是

0.5390**
（0.2396）
82580

（4）
新进入企业

-0.0531***
（0.0132）

是

-0.5322***
（0.1116）
22033

（5）
退出企业

-0.0126
（0.0147）

是

-0.6430***
（0.0965）
21573

（6）
持续存在企业

-0.0735***
（0.0148）

是

-0.6851***
（0.1244）
51719

表 9 按进入退出划分样本的实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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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能力等途径，助力实现制造业产品多样性升级。同时，全球价值链嵌入的产品范围抑制效应在外资企业

中尤为明显，被动融入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生产，可能会被掣肘并陷入“产品锁定”陷

阱。我国企业应化被动为主动，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和国际经贸治理。此外，继续提高引资质量，

优化外资结构和布局也是缓解价值链嵌入的“产品锁定”的有益途径。

（作者单位：吕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邓利

静，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责任编辑：李逸飞）

注释

①新贸易理论的核心因素是规模经济，主要表现为消费者可以消费的商品种类增加，社会福利的增加也主要来自于消费产品种

类的增加。Feenstra（2018）认为产品多样性上升、竞争引致价格下降和企业自选择导致的优胜劣汰是新新贸易理论的贸易利得机制。

②库兹涅茨：《现代经济的增长：发现与反映》，《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二辑），商务印书馆，1981年。

③微笑曲线是 1992年由宏碁电脑董事长施振荣在《再造宏碁：开创、成长与挑战》一书中所提出的企业竞争战略。 微笑曲线分成

左、中、右 3段，左段为技术、专利，中段为组装、制造，右段为品牌、服务，而曲线代表的是附加价值，微笑曲线在中段位置的附加价值

较低，而在左右两段位置的附加价值较高，如此整个曲线看起来像是个微笑符号。既有的价值链分工模式是发达国家普遍处于微笑

曲线的两端，发展中国家从事较低附加值的加工组装环节即处于中段位置。

④Humphrey和 Schmitz（2002）提出了以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链条升级为层级的价值链升级模式。刘仕国等

（2015）指出，价值链的产品升级，即在产品序列中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变，体现为产品复杂性提高、质量提升和类别增多。据此，

我们将“产品锁定”定义为：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通过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导致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被局限于特定低附加值、微利化的

生产环节或者产品，表现为低端的产品质量、单一的产品种类和较低的技术含量等现象。

⑤实际上，学者们对这一研究角度的名称界定各不相同，但含义相同，均指企业生产的产品种类数。主要有产品种类（variety，如
Feenstra and Kee，2008）、产品多样性（diversity，如 Dixit and Stiglitz，1977）、产品范围（scope，如 Feenstra and Ma，2007）、产品组合（mix，
如Mayer et al.，2014）等。

⑥出口产品范围统计方式为《中国海关数据库》中企业出口的HS8位产品代码的种类数，反映了出口市场的企业产品范围决策。

⑦也有少数研究发现，企业参与 GVC会促进企业的创新，归纳起来主要有 3条路径：技术溢出效应（Fritsch and Görg，2015）、规模

经济效应（BØler et al.，2015；Bloom et al.，2016）和“竞争逃离”效应（Aghion et al.，2009）。

⑧这里的数据观测值为前一步中匹配成功的总数。

⑨由于无法直接得到 2007年之后的工业中间投入值，因此我们根据《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月报表》，使用收入法对工业增加值

进行估算，具体计算为：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折旧+生产税净额+劳动者报酬+应交增值税+营业盈余，得到工业增加值后，根据会计

准则，通过工业总产值减去工业增加值加上增值税计算得到工业中间投入值，依此对 2007年以后的中间投入和增加值进行了补充测

算，从而得以采用 LP方法估计全要素生产率。至此，我们构建了 2000~2009年的全要素生产率数据集。

⑩我们也根据会计准则等对样本中指标缺失、指标异常等问题进行处理，具体方法见谢千里等（2008）。

􀃊􀁉􀁓Mayer等（2014）指出，核心产品代表了企业的核心能力，而产品离核心能力与技术越远，生产效率越低。

􀃊􀁉􀁔易靖韬和蒙双（2018）指出，核心能力不强的企业在进行非相关多元化时，跨行业生产短期很难实现规模经济，这会使短期成本

增加，生产资源分散，核心优势削弱等等，出现生产率降低等负面影响，不利于持续生存。

􀃊􀁉􀁕在此感谢匿名评审提出的宝贵意见。

􀃊􀁉􀁖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国家将区域发展的布局重新调整为“东部率先、西部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振

兴”四大板块。因此我们在此处还以“四大板块”——东部率先、中部崛起、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为划分标准进行了地域异质性的检验，

根据国务院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的有关“四大板块”的区域规划和指导意见，以省份（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进行划分，其中东部地

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和海南 10省（直辖市），中部地区包括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河南和山西

6省，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 3省，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广西、陕西、甘肃、青海、宁夏、西藏、新疆和内蒙古

12个省（直辖市或自治区）。结果显示全球价值链嵌入的产品范围抑制效应主要体现在“东部率先”板块地区，而在其他 3个板块中影

响并不显著，这一结果与“东中西”的划分方式的结果没有实质性区别，因此不在此进一步汇报，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同时，

在此感谢匿名评审提出的宝贵意见。

􀃊􀁉􀁗根据划分标准，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等 11个省（直辖市）；中部地区包

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等 10个省（自治区）；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

肃、青海、宁夏、新疆、西藏等 1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由于工资数据 2008年及 2009年缺失，故此处的机制检验结果时间跨度为 2000~2007年。

􀃊􀁉􀁙此处我们汇报了基于普通最小二乘估计的回归结果，是因为新增产品数、删减产品数和持续存在产品的过度离散并不一致，并

且泊松回归、负二项回归等无法迭代出结果，故作此汇报。

􀃊􀁉􀁚此处剔除了只存在一年的样本，因为此类样本将既被记为新进入样本，也被记为退出样本，存在重复测算的问题，因此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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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king-up of Chinese Firms'“Product Locking”Under Global Value
Chain: A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t Diversity

Lv Yue and Deng L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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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Product diversity is not only the classic hypothesis of consumer preference sinc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Trade Theory, but also an important performance of social welfare improve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princi⁃
pal contradiction in China’s society has been transformed into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people's ever-growing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and unbalanced and inadequate development. To meet consumers' increasing demand for diversity
needs to be supported by diversity of production.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advantage of labor force, China has rap⁃
idly integrated into the global value chain dominated by developed countrie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espe⁃
cially since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in 2001. Although the demand of product diversity can be met quickly by
importing foreign products, which can’t solve the lack of fundamental technology and uneven quality of“Made in
China”. Since 2018, the intensifying Sino-US trade friction forces us to reflect whether“Smiling Curve”, the existing
GVC division mode, will lead developing countries into“Low-end Locking”, including the“Product Locking”that
may be faced in the process of product upgrading as one of the four modes of GVC upgrading. Therefore, this paper
will explore the impact of GVC embeddedness on firms’product diversity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so as to
provide beneficial empirical evidences from the breakthrough of“Product Locking”problem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which may be captured in the low end of global value chain.

Based on the merged firm-level data of“Annual Surveys of Industrial Firms from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
tics (NBS) of China”,“China Customs Trade Statistics”and“Product Output Dataset”from 2000 to 2009, 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impact and internal mechanisms of GVC embeddedness on product scope of Chinese manu⁃
facturing firms. We find that, first of all, embedding in GVC significantly narrows the product scope. Secondly, the
crowding out effect caused by market competition and the lack of absorptive capacity are the internal mechanisms of
this inhibition effect. Third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rms’dynamics, this inhibition effect of GVC on product scope
mainly appears in new entry firms, persistent firms and persistent produ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 and owner⁃
ship, the inhibition effect is particularly prominent for firms which in the eastern region and FDI firms. Finally, the
paper further analyzes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effect within firm from the point of product switching, and finds that
the current product switching frequency of Chinese firms still needs to be improved, and product switching occurs
more in the samples of large-scale, high productivity and export firms.

To sum up, this paper tries to make the following marginal contributions: Firstly, in terms of research data, this
paper uses the entire product scope of firms instead of export product scope, which helps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em⁃
bedding in GVC on Chinese firms’product scope and its internal mechanism in a more comprehensive and detailed
way. Secondly, this paper further explores the mechanisms of this inhibition effect, which is caused by market compe⁃
tition and the lack of absorptive capacity.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heterogeneous effects, and dis⁃
cusses the resource reallocation effect by introducing product switching. Last but not least, we choose feasible IV to
control the potential endogeneity, and we use detailed empirical analysis to ensure the reliability of the research con⁃
clusions.

Keywords: global value chain; product diversity; product locking; manufacturing firms; product switching
JEL Classification: F10, D22, L25

-- VII


